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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会与基层群体的福音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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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家麟博士
(建道神学院院长)
有说香港教会一直以来都中产化，只向中产阶层传福音，忽略基层的需要。有激进人士更指责香港教会回避基层事工，乃直接违反福音精神。我不同意这个说法，也不认为它符合历史与现实。
历史回顾
除个别宗派与统治阶层或所谓「高级华人」有较大关连外，几乎所有差会在来华之初，都是专以贫苦阶层为传教对象。原因是贫苦阶层多为社会和文化上的边缘者，较容易接受一个外来宗教；相对地，社会上的有钱人和知识分子，属既得利益群体，也自觉为传统文化秩序的捍卫者，较难接受外来宗教。此外，多数传教士所采用的间接传教方法，藉教育、医疗和救济事业来吸引信众，亦对低下阶层最为有效，并制造不少「吃教者」；富裕阶层对传教士所提供的服务，不会有太大兴趣。
我们不要给明末清初的徐光启和李之藻等「圣教四柱石」误导了。耶稣会在明末清初所建立的信徒群体，绝大多数是属于基层的，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，只占一个小比例；不过，由于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远大于平民百姓(更不要提王室成员了)，这极少数的秀异分子，才获得最大的关注，发挥最大的历史作用。
同理，我们不要夸大所谓「李提摩太路线」，晚清来华的传教士，极少专以士大夫为传教对象，不是他们不愿意「擒贼先擒王」，而是甚难有这样的接触机会。我很渴望向马来西亚元首和伊斯兰教精神领袖传福音，我到马来西亚便有这样的机会吗？难道接触元首不成，其它人我便看不上眼，袖手不动吗？所以，包括李提摩太在内，几乎所有以直接布道为负担的传教士(不计后期纯为某项专业事工如教育、医疗等而来华者)，都是向基层入手；少数人出于机缘巧合，有机会接触对洋务有兴趣的士大夫，才开始知识分子宣教工作。
福音工作首先以基层为传教对象。直到1949年为止，中国教会都以基层信徒为主。
香港情况
香港教会的情况亦不例外。1949年后，传教士从中国撤退到香港，面对大量难民南移的机遇，自然努力从事难民传教和救济工作。如笔者过去的研究所指，除个别华人奋兴家较集中以富裕阶层为工作对象外，多数教会都积极从事基层事工。宣道会便是积极向难民传教的宗派，早期的建道毕业生有许多是难民出身的。
而在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，教会的布道与植堂工作，主要仍针对基层群体，多数人都因着救济奶粉和饼干，或在教会办的学校读书，而接受基督教。当时期香港的经济并不富裕，中产阶层人数不多，要是专以他们为传教对象，便没多少机会可做了。我们看到，多数新设堂会(包括已自立、较中产的本地堂会所建立的布道所 
)，都在基层聚居的地方，如徙置大厦、公共房屋、环头环尾、乡村地区和新市镇开始。
教会从来都不是因专向中产人士传教，而变得中产化；她的逐渐中产化，乃是因教会内的信徒逐渐由基层走向中产才有致的。一直以来，教会都主力向基层的青少年传教，无论在社会抑或文化上，他们都是边缘群体，最易接受新宗教，所以青少年事工也做得比较成功。
叶松茂说教会放弃青少年事工，即等于自断经脉，绝非夸张之言。
不过，随着社会进步、经济发达、教育机会增加，出身基层的年轻信徒逐渐脱贫，踏入中产行列，迁离基层地区，教会因之在成员组成部分趋向中产化。我是不折不扣基层出身的，而我从开始也不曾被教会的中产外观与中产文化所吸引，母会可是屋邨教会呢。
时至今日，香港一千三百多家教会，多数仍坐落在不算富裕的地区，虽然其中有若干数量的中产信徒，但整体言谈不上是中产教会。不过，中产阶级教会的实力较为雄厚，也较易吸引转会会众，特别是逐渐上升至中产阶层的会众，所以增长速度较快。
中产阶级不是好的传福音对象，但中产阶级信徒却构成了最坚实的教会，他们是财力和人力的主要来源。
中产教会与贫穷人的福音
香港教会的基层福音工作是否出了问题？答曰：既是亦否。问题不在经济上的贫富，而在于文化上的差异。
香港的教育普及，社会流动速度也高，没有固定的基层群体。
基层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群体：第一是低教育低技术的新移民，第二是教育制度下的失败者。
因着移民政策与中港婚姻模式，社会有为数甚众的基层新移民，居港第一代的脱贫能力甚低。这群人较难融入主流社会和文化，已成文化建制一部分的教会，要吸纳他们亦不容易。
教育是主要的社会晋升阶梯，多数基督徒都藉此而中产化。惟是因家庭或其它理由而被教育制度淘汰的年轻人，也不容易挣脱贫穷的枷锁，「双失青年」的前途不乐观。这些在社会上的边缘群体，不容易融入信徒群体和教会文化。
我不相信教会明目张胆地拒绝基层人士，更不可能拒绝向他们传福音。向吸毒者、囚友、边缘青少年、伤残人士传福音的机构，总是筹得最充裕的经费；而「浪子回头」式的感人至深见证，亦常在各式各样的布道聚会中登场。问题是，让这些边缘群体信主不太难，令他们留在现存的教会里才最困难。
不少从事有关群体工作的人都提到，如何转介新葡到教会，转介到哪间教会，才是头痛的事。
问题不在于信徒嫌贫重富，而在于不同阶层有分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，这是文化的差异，过于经济上的。
必须承认，随着教会内中产阶层愈来愈多，教会的文化氛围与运作模式转趋中产化。在阶层差异上，谈吐和衣着是次要的，知识和生活经验才是主要的。此外，各项事工趋向优质化和专业化，
只有具专业知识的信徒才较易「上位」，扮演领导角色，其余人士便难免在教会给边缘化了。

文化问题只能由文化解决。文化是指外在形式，而非信息的本质。笔者的思路简单，只是直截了当解释圣经(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)。「穷人有福音可听」是指连穷人也有得闻福音的机会，而非只能向穷人宣讲；「有钱人进天国困难」是指有钱人不易放弃世间的追求，而非上帝特别歧视他们。没有所谓「穷人本质」的「福音」，教会无须彻底悔改以致能被「福音化」，她只需调整宣讲和运作模式便可。

第一，向与传者自己文化不同的社群传福音，便是跨文化的宣教。这既有宣讲形式和接触方法等方面考虑。「在甚么人中间作甚么人」是最基本的圣经宣教原则。
第二，努力在不同的文化社群中间建立属于他们的教会，并培养该社群的领袖和传者，是宣教成败的关键。要中产教会基层化是不实际的，建立基层教会才是正路；宣称中产教会若不悔改而基层化，便无法实践向基层传教的使命，说话的人大抵没有做实事的兴趣。
第三，福音不能被政治化或经济化。惟有超越政治与经济与任何人间分割元素的福音，才是真正的福音，才能有效传讲并改变生命。所有政治化或经济化的「福音」，都是死路一条，只造就讲者晋升为意识形态领袖，于穷人受众毫无帮助。
本文原载于建道神学院学生布道团团刊《播种人》第71期，2006年11月；作者供稿转载，谨此致谢。
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》第廿四期，2011 年4月。
� 譬如说，九龙城浸信会和九龙塘宣道会都主力在基层地区开设分堂，包括木屋区在内。九龙塘宣道会便是调景岭难民营的宣道会事工的积极支持者。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中产教会忽视基层需要，甚或在传福音一事上歧视穷人。


� 即或在今天，从青少年事工的角度观之，专做中产阶层会友的子女的教会难以取得成功，专做贵族式的band 1名校学生的教会难以取得成功；反之做非信徒家庭的青少年较易取得成功，做基层背景的学生较易取得成功，做band 2学校的学生较易取得成功。换言之，在社会和文化上较为边缘化的青少年事工较易成功。


� 从前尚有蓝领与白领的简易分法，所以工业福音团契有清晰的服事对象；但其后工人阶层逐渐减少，「工福」转而服事教育水平较低、不易上教会的职业群体，如餐馆从业员、的士司机等。但我们不能说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一定是严格意义的基层人士，其中有较多基层者，也有不属者(一个的士车牌价值数百万)。只有专注于笼屋居民、露宿者，或新来港人士，才比较容易确定一个基层群体。


� 我们没有证据说，向基层群体传福音是最困难的。囚友的信教率不一定比财经界人士为低。最富有的阶层也不比穷人更易信主。


� 我在念大学时，便已是两个团契的导师和教会执事；我的儿子信主年资比我同时期深得多，但至今才刚破格给擢升到团契导师的位置，还得接受这样那样的培训。我当年的教会规模与儿子今天参与的教会规模相若。


笔者常说，香港教会如今是「过度培训」的，绝大多数培训都没有相称的效用。个人布道只需要两小时以下的培训，其余便是跟着具经验者实践了，落手落脚做才是实际的，连篇累牍的「中级布道法」、「高级布道法」，只会造成抬高事奉门坎的效果，对事工发展与事工的优质化，效果不大。


� 不过，也得指出，随着职场环境的严重劣质化，许多专业信徒每天得做十至十二小时工作，他们难以承担教会固定的事奉岗位。有这般信徒跟我说过，他们是注定给歧视的一群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现象，教会里承担劳动力密集的事奉岗位的，多数在事业上不是最出色的一群。我们不能过分简单地说，教会歧视没有专业的人，因为她也「歧视」事业非常有成的一群。


� 笔者非常抗拒那些将「如何向基层宣教」的问题政治化的讨论。就笔者所知，积极参与这方面讨论的香港教会中人，在生活条件上都比笔者中产，他们只是有兴趣说说基层福音化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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